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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两岸关系研究中的“主权—治权”分析框架
及其替代方案

王英津
（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北京１００８７２）

　　［摘　要］通过对“主权—治权”分析框架及其相关政治论述的检视和反思，发现该分析框架存在诸多问
题：治权是一个学术上欠规范的概念，两岸对“治权”的理解不尽相同，该分析框架存在着逻辑上的缺陷，该分
析框架对两岸分裂现状的解释欠缺说服力。针对这些问题，笔者提出了替代性分析框架，即“主权所有权—主
权行使权—一般治权”分析框架。新分析框架的核心是将国家权力整体划分为三部分，这在逻辑上比“二分
法”更加严谨与科学。它有助于更具体地描述和界定目前两岸现状，有助于更有力地维护“一个中国”框架，有
助于更好地找到解决两岸统一问题的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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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两岸政治关系的核心问题是主权问
题，所有两岸之争无不以主权之争为核心。这既是
两岸关系６０多年来发展变化的主轴，也是我们研究
两岸关系必须把握的主线。研究两岸政治关系定位
不应该、也无法回避主权问题。反观既有的两岸政
治关系（尤其两岸政治关系定位）研究中，主权和治
权两个概念可以说是最常用的一组概念。对于这组
概念，学界一直将其作为公理式的分析工具不加怀
疑地使用，很少有学者质疑其科学性和严谨性。然
而，这一概念组合中有些问题仍模糊不清，甚至充满
争议。譬如，如何理解“主权统一，治权分裂”以及马
英九提出的“互不承认主权，互不否认治权”？两岸
关于“治权”的涵义究竟有何异同？如何看待“主
权—治权”分析框架适用于两岸政治关系研究的意
义和缺陷？如何界定两岸分裂的现状和性质，既能
维护“一个中国”框架，又能更容易地为两岸人民所
共同接受？等等。为进一步厘清诸如此类的一系列
问题，本文特作如下探讨。

一、“主权—治权”分析框架下的
两岸政治关系论述

　　 从两岸既有研究成果来看，“主权—治权”分析

框架下的两岸政治关系论述，不外乎是运用“主权”
和“治权”这两个概念进行的四个组合，即“主权统
一，治权统一”、“主权统一，治权分裂”、“主权分裂、
治权统一”和“主权分裂，治权分裂”，具体参见表１：
表１　“主权”与“治权”概念组合下的两岸

政治关系论述

主权

治权
治权统一 治权分裂

主权统一

“主 权 统 一，治 权 统
一”，其 近 义 表 述 是
“一国一府”，是正常
统一国家的形态

“主权统一，治权分
裂”，其近义表述是
“一国两区”、“一国
两府”或 “一国 两
治”等

主权分裂

“主 权 分 裂，治 权 统
一”，该现象在主权国
家内部并不存在，仅
在邦联制国家和个别

国际组织中存在

“主权分裂，治权分
裂”，其近义表述是
“两个中国”或“一
中一台”

　　以上四个组合着重于从主权和治权的存在状态
来界定和描述两岸政治关系。其中，“主权统一，治
权统一”是正常统一国家的形态，无法用来界定和描
述两岸尚未统一的现状，事实上当前也没有学者用
其定位两岸政治关系，故不将其列入讨论的范围。
下面重点讨论上述其他三个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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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权统一，治权分裂”论
此可谓一个颇为流行的两岸政治关系论述，其

影响范围甚为广泛。不仅有相当一部分台湾人士
（尤其蓝营人士），也有为数不菲的大陆学者用其界
定和描述目前两岸尚未统一的性质和状况。该论述
的主要观点是：“一个中国”是两岸现行法律规定的
最大公约数，依据各自现行规定，彼此在法理上互不
承认在对方所在地区（大陆地区或台湾地区）尚有一
个主权国家存在，大陆地区和台湾地区均为中华人
民共和国或“中华民国”“主权”所覆盖，呈现重叠状
态，故“主权统一”；对于两岸目前在现实中存在的
“分裂分治”，该论述将其界定为治权层次上的、而非
主权层次上的“分裂分治”，此即“主权统一，治权分
裂”的主要意涵。在现实政治中，“主权统一，治权分
裂”还有几种变相论述，如：“主权重叠，治权分立”、
“主权统一，治权分立”、“主权共享、治权分享”等。

“主权统一、治权分裂”论述的正向意义在于坚
持中国主权（至少在形式上）的统一性和唯一性，认
为被分裂的只是主权之外的权力———治权。较之
“主权分裂”论，该论述坚持两岸同属“一中”，这对于
维护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反对“台独”，具有一定
的积极意义。但是，尚须注意到，两岸出于各自的政
治立场和用意而对于“主权统一，治权分裂”的理解
和解释存在一定落差。大陆方面侧重于将“治权”理
解和解释为地方性权力，并以此为支点来进一步论
证中国的主权并未分裂；而台湾方面则侧重于将“治
权”理解和解释为涵盖中央和地方两个层级的权力，
具体而言，包括两种情形：一是坚持实体“一中”的解
释，强调“中华民国”的独立存在和“主权地位”，认为
“一中即中华民国”，其“主权”涵盖大陆，而其“治权”
仅及台澎金马，如“一国两区”；二是坚持虚体“一中”
的解释，坚持“一中”框架下存在着中华人民共和国
和“中华民国”两个“对等分治、互不隶属的中央政
府”，如“一国两治”、“一国两府”等。以上分析表明，
“主权统一，治权分裂”论述存在较大的模糊空间，其
既可向“一国两区”方向解释，也可向“一国两府”方
向解释。

（二）“主权分裂，治权分裂”论
该论述主要出自台湾绿营人士。他们往往简单

套用西方学界的分裂国家理论［１］４３８－４４２，主张依照两
德关系模式或两韩关系模式来定位与处理两岸关

系，声称两岸之间是“国与国关系”。该论述坚持“中
华民国主权”仅及台澎金马，同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合法性，且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仅及大
陆；否认“两岸同属一中”这一基本事实，坚持“一边
一国”，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即中国，“中华民国”是

独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中国之外的另一“主权国
家”。该论述的实质是主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
台”，是典型的“台独”论述。该论述的最大问题是，
将两岸分裂与两德、两韩分裂混为一谈，无视两岸分
裂与两德、两韩分裂在性质上的不同和程度上的差
别。众所周知，两岸分裂在实质上是一个中国内部
两个政权的政治对立，故两岸关系是一个中国内部
的关系，迥异于两德或两韩之间的国与国关系。就
实质而论，两岸之争属于政权之争而非主权之争，
李、扁时期台湾当局将两岸之争由政权之争上升为
主权之争，是对“一个中国”原则的挑战和破坏。

（三）“主权分裂，治权统一”论
严格说来，此种情形在一个主权国家内部并不

存在，其仅存在于邦联或个别区域性国际组织（如欧
盟等）之类的政治共同体之中。这些政治共同体无
主权分裂，因为它们原本非一个主权统一的国家；所
谓治权统一也仅仅是部分（而非全部）治权统一，即
成员国家间的“共治”。众所周知，欧洲统合模式下，
各个成员单位均为主权独立国家，原本不存在统一
主权，惟各成员国为了追求本国利益的最大化，在某
些领域里进行治权让渡，实施共同治理，此即所谓的
“部分治权统一”。邦联模式是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
国家组成的政治联合体，其成员国的主权状态亦无
严格意义上的“主权分裂”，但的确存在共同行使“部
分治权”的现象。台湾学者主张借用欧洲统合模
式［２］２５８、邦联模式［３］２９来定位两岸关系，主张两岸应
沿循“治权合作→治权统一→主权统一”的路径（即
通过治权的合作与统一来结束“主权分裂”），最后实
现两岸统一。尽管该论述极力主张两岸朝“合”的方
向靠拢，但其所设计的路线图并非一定能使两岸走
向统一，其所界定和描述的两岸分裂情形并不符合
法理和事实，已超越了“两岸同属一中”这一基本架
构，仍可视作“分裂国家理论”思维模式下的产物。

二、“主权—治权”分析框架及其
在两岸关系研究中的缺陷

　　 毋容置疑，“主权—治权”分析框架对于我们探
讨和解决两岸政治关系中的相关问题具有重要意

义，尤其那些主张两岸应在“主权统一”框架下界定
两岸关系性质的论述，既尊重了“两岸同属一中”的
历史与事实，又兼顾了两岸尚未统一的现实状况，并
在此基础上力求对两岸政治关系作出较具说服力的

解释，其立场和出发点值得肯定。在一定意义上说，
“主权—治权”分析框架简洁明了，且在某些层面上
对两岸“分裂分治”现状具有一定解释力，因而有其
值得肯定的一面，但也存在若干不足，具体表现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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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四个方面。
（一）“治权”是一个学术上欠规范的概念
在学术史上，究竟是何者何时最早将“治权”与

主权对应起来使用的？经过考证后发现，“治权”概
念的最早使用者首推孙中山先生，其在“五权宪法”
学说中将“政权”与“治权”作了界定和区分，认为人
民有 权，政 府 有 能，此 即 所 谓 “权 能 区 分”理
论。［４］３５１－３５２目前两岸学界（尤其台湾学界）使用“治
权”概念与孙中山的“治权”学说有直接关联。随着

１９４９年国民党败退台湾，“治权”概念在大陆的话语
表述体系中几乎销声匿迹，但至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
期，在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中，英国政府为了在
将香港交还中国后继续管治香港，提出了“主权换治
权”方案，即将香港主权交还中国，但仍由英国人继
续管治香港。［５］１２２－１２６自此，在大陆沉寂了三十多年
的“治权”概念再度“泛起”并被广泛使用，特别是在
论及“一国两制”的场合，“治权”一词经常被使用，并
与“主权”相对称（即对应起来称呼）。随着大陆方面
主张将“一国两制”适用于台湾问题的解决，“主权”
和“治权”概念也被延伸、应用于两岸关系研究领域。
有必要指出，尽管台湾方面（无论官方还是学界）均
广泛使用“治权”概念，但大陆官方迄今尚未在其正
式规范性文件中使用过“治权”一词，只是部分学者
在使用这一概念。
必须指出的是，尽管时下“治权”概念为两岸所

广泛使用，但从严格意义上说，其并非一个规范性的
学术概念。考察西方研究文献即可发现，无论在西
方政治学术语抑或法学术语中，均找不到一个贴切
的词汇与中文的“治权”概念相对应。西方法学界在
表达相近涵义时通常使用“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管辖权），
西方政治学界在表达相近涵义时通常使用“ｇｏｖｅｒｎ－
ｍｅｎｔ”（统治）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治理）。在中国大陆，
法学界不使用“治权”概念，在表达相近涵义时通常
使用“管辖权”（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政治学界也不使用“治
权”概念，在表达相近涵义时通常使用“统治”（ｇｏｖ－
ｅｒｎｍｅｎｔ）、“治理”（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管治”（ｇｏｖｅｒｎ－
ａｎｃｅ）和“自治”（ａｕｔｏｎｏｍｙ）等。这些概念表面上非
常相似，但其涵义差别甚大。那么，与“主权”对应起
来使用的“治权”，究竟是指上述法学术语或政治学
术语中何种意义上的权力？含义并不清晰。在台湾
地区，尽管宪法学界和政治学界均广泛使用“治权”
概念，但其涵义亦非相同。在“五权宪法”中，与“政
权”（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相对称的“治权”，其涵义具体
明确，是指政府的统治权力，对应于英文中的“ｐｏｌｉｔ－
ｉｃａｌ　ｐｏｗ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ｕｌ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ｕｌｅ”等
词汇，其可分为五权（ｆｉｖｅ－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分别为行

政权（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立法权（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ｐｏｗ－
ｅｒ）、司法权（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ｐｏｗｅｒ）、考试权（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ｅｘ－
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和 监 察 权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ｃｏｎ－
ｔｒｏｌ）。相比较而言，跟“主权”对应起来使用的“治
权”，其涵义则显得有些模糊。从台湾方面用来表
达“治权”概念的英文词汇看，现在大多用“ｊｕｒｉｓｄｉｃ－
ｔｉｏｎ”（该词汇亦即法律用语上的管辖权）。譬如，
台湾张亚中教授通过中英文对照方式编写的《两
岸统合与和平发展：一条互利双赢的稳健道路》
（Ｃｒｏｓｓ　Ｓｔｒａｉｔ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ｅａｃｅｆｕ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Ｓｕｒｅ　Ｒｏａｄ　ｔｏ　Ａ　Ｗｉｎ－Ｗｉｎ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Ｂｏｔｈ
Ｓｉｄ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ｉｗａｎ　Ｓｔｒａｉｔ）一书中用的即“ｊｕｒｉｓｄｉｃ－
ｔｉｏｎ”一词［６］；中国国民党官方网站上对“互不承认
主权，互不否认治权”的英译“ｍｕｔｕａｌ　ｎｏｎ－ｒｅｃｏｇｎｉ－
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ｍｕｔｕａｌ　ｎｏｎ－ｄｅｎｉａｌ　ｏｆ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
ｔｉｏｎ”，用的也是“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一词；另外，台湾的英
文报纸在报道中通常也用“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一词。不
过，也有不少学者用其他英文词汇来表达“治权”
概念，如“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ｔｏ　ｇｏｖ－
ｅｒｎ”等等。
为何对于同一“治权”概念，两岸学界以及在各

自内部的不同学科之间有着如此不同的理解和使用

呢？原因即在于“治权”的涵义模糊不清。从规范、
科学的角度来说，用以作为分析工具的概念，其涵义
必须满足三个特性，即具体性、明确性和客观性。倘
若以此标准来衡量和检视，不难发现，“治权”概念并
不符合上述三个指标。可见，“治权”并非一个正式
的、规范的学术概念，仅是两岸学界长期以来“约定
俗成”的一个习惯用语。

（二）两岸对“治权”涵义的理解不尽相同
尽管目前两岸均在使用“治权”概念，但从目前

两岸双方的相关表述来看，其实各自均对“治权”概
念有不同的理解和运用。具体表现如下：
从大陆方面使用“治权”的语境和场合看，其理

解的“治权”仅指地方性权力。这与大陆方面“治权”
概念的渊源有关。如前所述，大陆方面的“治权”概
念源自“一国两制”香港模式中的“中央—地方”安
排，认为“一国两制”是主权与治权的有机结合，中央
政府享有主权，香港特区政府享有高度自治权。［７］所
以，“一国两制”下的“治权”尽管在内容上属于高度
自治权，但在权力位阶上却是地方性权力。倘若转
换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视角来看，“一国两制”框架
下的主权与治权关系蕴含着中央对地方的垂直管治

关系。“治权”概念在被引入两岸关系研究后，大陆
方面基本上沿用了其早期的涵义。尽管迄今大陆方
面并未出台一个专门规范性文件对“治权”的涵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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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规定和解释，但依其来历，以及大陆方面使用该概
念的语境和场合，不难推断，其仅仅指涉地方性权
力，而非中央性权力。
从台湾方面使用“治权”的语境和场合看，其理

解的治权不仅仅指涉地方性权力①，还包括中央性
权力。这与台湾方面“治权”概念的渊源有直接关
系。如前所述，将“治权”作为与“政权”相对应的概
念，来源于孙中山的“五权宪法”学说。依照“治权”
概念在台湾的引入和演变，以及台湾方面使用该概
念的语境和场合，我们不难推断出其不仅仅指涉地
方性权力，还包括中央性权力，具体表现有三个方
面：其一，依照孙中山先生“五权宪法”所设计的中华
民国体制框架中，治权包括立法、行政、司法、考试、
监察五权，这五权均为中央性权力；尽管作为政权机
关的“国民大会”随着２００５年第七次“宪法改革”走
入历史，但对应于“政权”的“治权”并未改变其原有
涵义。根据台湾方面的有关解释，此处的“治权”包
括中央性的主权权力。其二，台湾方面在两岸关系
论述中但凡使用“治权”概念的场合，往往要强调“两
岸分治”、“互不隶属”，以凸显“两岸对等”，进而捍卫
“台湾主体性”。譬如，沈君山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提
出“一国两治”论述时，明确指出其所说的“治权”包
括“外交权和国防权”。［８］１１４－１１５由此亦可推断，台湾
方面关于“治权”的涵义并非单指地方性权力，还包
括中央性权力。其三，马英九在论述其“互不承认主
权，互不否认治权”的有效性时，曾援引１９７２年东德
和西德签订“两德基础关系协定”（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Ｇｅｒｍａ－
ｎｙ）时的作法，即两德在相互承认对方时，为回避“主
权承认”而采用“最高权力”（ｓｕｐｒｅｍｅ　ｐｏｗｅｒ）替代
“主权”（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且达到了解决主权问题的效
果。［９］言下之意，两岸之间应用“互不否认治权”来解
决因“互不承认主权”所产生的问题。众所周知，尽
管两德之间用“最高权力”代替主权，但两德之间“最
高权力”之相互承认就是主权承认，只是回避了“主
权”字眼而已，这已被后来的历史事实所证明。依此
逻辑不难推知，马英九在相关论述中提及的“治权”
也包括最高权力（当然涵盖中央性权力）的涵义。
上述分析表明，“治权”概念在两岸各自的使用

中均预设了带有某种政治用意的价值判断，具有浓
厚的实用主义色彩。正因如此，“治权”概念的引入
和使用从一开始便注定了两岸必将围绕其涵义发生

争议（即必定会因两岸之研究者或使用者的不同政
治立场和价值判断而难以就其涵义达成一致）。不
难得知，大陆方面不会在没有弄清台湾方面“治权”

涵义的情况下就贸然接受台湾方面提出“治权分
立”、“治权独立”、“互不否认治权”等论述，台湾方面
也同样不会在没有弄清大陆方面关于“治权”涵义的
情况下就轻易接受大陆方面的“治权”安排。由上可
见，两岸可以根据各自的政治需要对“治权”概念进
行不同的解读，这本身即是该概念存在问题的最有
力佐证，为此，笔者不主张在两岸政治关系研究中采
用“主权—治权”分析框架，必须探讨更科学的分析
框架来取而代之。但倘若坚持运用“主权—治权”分
析框架来探讨两岸政治关系，两岸双方须在探讨问
题之前先就“治权”涵义达成共识，并在同一涵义上
使用，这是运用“主权—治权”分析框架来探讨两岸
政治关系的前提和基础。否则，讨论问题时各说各
话，难免南辕北辙，达不到探讨和解决问题的目的和
效果。当下这个问题之所以尚未凸显，很大一个原
因即在于两岸政治谈判尚未开启。未来随着两岸关
系的不断推进及政治谈判的开启，这一问题必将逐
渐显现，两岸双方无从回避。

（三）该分析框架在逻辑上存在结构性缺陷
“主权—治权”分析框架的根本缺陷在于：将本不

具有对应关系的“主权”和“治权”作为对应性概念来
使用，将“主权”与“治权”原本的“相交关系”曲解为
“相斥关系”。要厘清这一问题，尚得从主权理论入
手。众所周知，一般意义上的主权包括两部分：抽象
意义上的主权本体（即本源性主权）和实体意义上的
主权权力（即衍生性主权）。所谓抽象意义的主权本
体是指本源意义上的主权，如人民主权、国家主权等
意义上的主权，是主权的最根本部分，不可分割、不可
转让；所谓实体意义上的主权权力是指中央国家机构
享有并行使的最高国家权力，如最高立法权、外交权、
国防权等，是由本源性主权衍生出来的权力，是主权
本体的进一步延伸，是本源性主权的具体体现，其可
以分割、可以转让。两部分主权既相互区别，又相互
依存，不可剥离，前者是后者存在的基础，后者是前者
的延伸和派生，两者共同构成了主权整体。倘若离开
了本源性主权本体，衍生性主权权力便成无源之水；
倘若离开了主权权力，则主权本体便失去了实现或体
现自己的载体。但人们通常将二者混为一谈，从而导
致如下两种错误认知：其一，将主权本体误解为主权
权力，从而导致“主权可分论”［１０］１６、“传统主权观念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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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尽管台湾“各级地方政府”所享有的自治权与台湾
“政府五院”所行使的治权在权源、性质、效能等方面存在着
诸多差异，但从单一制结构之法理和地方自治之实践两个层
面来看，各级地方自治政府所享有的自治权应是“中央性权
力”的派生和延伸，无疑应均属于治权范畴。



时论”；其二，将主权权力误解为主权本体①，从而导
致“主权权力不可分割论”，进而导致无法解释现实政
治中最高国家权力可分（如三权分立体制下的立法、
行政和司法权之分）这一不争事实。
正确理解主权本体与主权权力的关系，有助于

我们正确认识和科学理解主权与治权的关系。事实
表明，主权与治权的真正关系是相交关系，主权与治
权在内容上既有相异部分，又有重叠部分。一般说
来，治权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最高治权，即中
央政府所行使的最高统治权（通常称“最高中央治
权”）；另一部分是一般治权，包括中央政府所行使的
除最高治权之外的治权（通常称“一般中央治权”）和
地方政府所行使的治权（通常称“地方治权”）两部
分；②其中，最高治权的内容即主权权力。换言之，
主权中的“主权权力”与治权中的“最高治权”在内容
上是相同的。由于最高治权实则主权权力，故其属
于主权范畴；同时由于最高治权也是治权的组成部
分，故其也属于治权范畴。可见，最高治权既属于主
权范畴，也属于治权范畴，是主权和治权的交叉地带
或共同部分，只是其在不同范畴中称谓不同（即在主
权范畴中被称为主权权力，在治权范畴中被称为最
高治权）。
既然主权与治权是相交关系，（严格说来）就不

应该将二者作为对应性概念来使用。“主权—治权”
分析框架将二者作为对应性概念来使用，从逻辑上
说，这本身就存在问题。需要澄清的是，尽管台湾方
面的“主权—治权”分析框架来源于孙中山先生的
“政权—治权”思想，但由于在孙中山先生的“五权宪
法”架构中，“政权”与“治权”分别有其明确的涵义，
且内容上互不重叠，故不存在逻辑上的问题。但由
“政权”与“治权”的对应关系推演出“主权”与“治权”
的对应关系，便产生了逻辑上的问题。因为通常意
义上的“主权”与孙中山先生所指的“政权”具有不同
的涵义。众所周知，在孙中山先生的“五权宪法”框
架下，政权是指人民或国民大会行使的权力，治权是
指中央政府五院所行使的权力。［４］３５２倘若从主权理
论的视角来分析，“五权宪法”框架下国民大会所行
使的四项政权和政府五院所行的五项治权，均属于
主权范畴。

（四）该分析框架对两岸分裂现状的解释欠缺说
服力

既然“主权—治权”分析框架在逻辑上存在问
题，那么运用该分析框架来研究两岸政治关系必然
会带来更多问题。由于“主权—治权”分析框架把主
权与治权视为相斥关系，故其只关注到主权和治权
的差异而忽略两者的共同或相近之处。在这一思维

模式的导引之下，只会作出“非此即彼”式分析，而不
会作出“亦此亦彼”式分析，从而将本来既归属于主
权范畴又归属于治权范畴的最高治权作了简单化处

理，即要么将其归属于主权范畴，要么将其归属于治
权范畴。显然，这既不能科学地反映最高治权的性
质，也不能正确体现最高治权的归属。在这一思维
模式的影响下，对于两岸分裂状况的界定，只能做出
要么是“主权分裂”，要么是“治权分裂”的取舍。但
事实上，两岸在主权权力（或最高治权）层面上分裂
带有双重性质———既带有“主权分裂”的性质，也带
有“治权分裂”的性质。故两岸分裂并非单纯的“主
权分裂”或者“治权分裂”所能解释清楚；换言之，无
论是“主权分裂”，还是“治权分裂”，均不能令人信服
地解释目前两岸分裂的性质、现状和程度。
首先，就“主权分裂”而论，这一笼统的表述易给

人以“整体主权”一分为二的感觉，正因如此，大陆方
面一直反对任何关于两岸“主权分裂”的说辞。事实
上，“整体主权分裂”并不符合两岸分裂的现状和法
理。众所周知，两岸分裂不同于二战后两德或两韩
之“整体主权”的一分为二式分裂，仅为“统一之中的
分裂”。所谓统一之中的分裂是指世界上只有一个
中国，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只有一个，但中国内部又
存在着两个互不隶属、隔海分治的政权。
其次，就“治权分裂”而论，可分两种情形论析：

其一，倘若“治权”仅指地方性权力，那么，用“治权分
裂”来描述和界定两岸分裂的性质和现状则欠缺解
释力。在相斥性“主权—治权”分析框架下，“治权”
是与“主权”相对称的概念，以此推理，其在内容上必
定是主权之外的权力。但众所周知，无论在学理上
抑或实践中，“主权之外的权力”并非仅是地方性权
力，通常尚包括某些中央性权力，所以认为治权单指
地方性权力的说辞在学理上站不住脚。诚然，在“一
国两制”港澳模式下，“治权”仅指地方性权力，这是
因为香港和澳门不论在回归前的英国和葡萄牙还是

在回归后的中国，均为中央政府下辖的地方政府。
台湾问题与港澳问题有所不同，尽管台湾当局也是
中国的一个地方当局，但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地方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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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历史上政治思想家卢梭批评孟德斯鸠“把主权者弄
成是一个支离破碎拼凑起来的怪物”，即为由此产生的误解。

参见［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１年
版，第３７页。

倘若从权力主体来划分，治权可以分为中央治权
（即中央政府行使的治权）和地方治权（即地方政府行使的治
权）；其中，中央治权又可分为最高中央治权和一般中央治
权。这样治权在整体上就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即最高中央治
权、一般中央治权和地方治权。在这三者中，只有最高中央
治权（即通常所说的最高治权）才是主权权力，而一般中央治
权和地方治权均不是主权权力。



局，其行使的权力难以用地方性权力来描述。因为
台湾当局正在行使的有些权力并非简单地用“地方
政权”或“地方治权”之类的概念可以表述清楚，诸如
征兵、发行货币、司法终审之类的权力本来都是中央
政府的职权，明显属于主权权力的范畴。［１１］其二，倘
若“治权”泛指中央和地方两个层级的权力，“治权分
裂”对两岸关系也同样欠缺解释力。这是因为：在治
权包括中央性权力的情形下，“治权分裂”的实质即
“一国两府”或“一国两治”，而“一国两府”或“一国两
治”均是台湾方面为坚持其与大陆方面对等的主体
性身份而提出的政治诉求，并不符合两岸分裂的事
实。为此，大陆方面当以警惕，包括中央性权力在内
的“治权分裂”不仅易架空“主权统一”，亦易出现治
权包装下的“主权图谋”。

三、“主权—治权”分析框架下的
典型论述个案解析

　　 近些年，台湾方面运用“主权—治权”分析框架
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两岸政治关系的论述，也有部分
大陆学者跟着赞同。那么，究竟该如何看待这些政
治论述？根据前面的分析，下文结合两个典型论述
个案试作分析，希冀一则可进一步印证“主权—治
权”分析框架的缺陷，二则可看清这些论述的问题所
在，以便于审慎地对待这些论述，避免在两岸政治互
动中陷入被动局面。

（一）“主权重叠，治权分立”论
“主权重叠，治权分立”是近些年来台湾学者和

官方人士经常使用的一个两岸政治关系论述。从表
面上看，“主权重叠，治权分立”是“主权统一，治权分
裂”的另一种表述形式，二者意涵极为相近，但其实
二者之间存有较大差异。“主权重叠”是指两岸现行
规定所宣示的领土主权范围彼此涵盖对方，即中华
人民共和国宣示其领土主权涵盖大陆和台湾，“中华
民国”宣示其领土主权涵盖台湾和大陆，故双方的领
土主权范围呈现重叠状态。尽管“主权重叠”表面上
带有双方对于主权范围并无争议，领土主权尚未分
裂、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的意味，但实质上暗含着承
认目前中国（两岸）存有两个主权，只是这两个主权重
叠在一起而已，这与前述“主权统一、治权分裂”论述
中的“主权统一”相比较，其单一主权的意味更加淡
化。“治权分立”是指依照两岸现行规定，两岸当局分
别统治中国的一部分领土，双方均主张对整个中国领
土拥有法理上的管辖权，实际上仅有效管辖其中的一
部分，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仅管辖大陆，“中华民国”仅
管辖台澎金马。尽管“治权分立”在形式上表明双方
仅对治权归属或主权行使存有争议，均坚持己方政权

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权”并在国际上代表中国，但其
实质上凸显了台湾与大陆的“分治而立”、“彼此对
等”，这与前述“治权分裂”相比较，更加凸显了两岸分
裂的凝固性、永久性和对等性，所以，其与一个中国
原则的要求有更大的距离。因此，我们须对“主权重
叠，治权分立”论述有清晰的理解和把握。
欲准确理解和把握“主权重叠，治权分立”的内

涵，除了应清楚地认识到上述提及的“承认主权重叠
有可能会导致承认两个主权”之外，还应进一步厘清
该论述中“主权”和“治权”的各自涵义。在主权和治
权的涵义尚处于游离不定的情况下，很难准确把握
该论述的意涵和指向，而决定该论述意涵指向的关
键要素是中央性权力在主权和治权两个范畴中如何

归属。尽管两岸学界持“主权重叠，治权分立”论者
均不乏其人，但对于“主权重叠，治权分立”的论述重
心双方各有侧重，大陆方面（其实仅为个别学者）侧
重于强调“主权重叠”，而台湾方面则侧重于强调“治
权分立”。
由于大陆方面侧重于强调“主权重叠”①，故其

将中央性权力归于主权范畴，这样一来，“主权重叠，
治权分立”论述中的“治权分立”即指地方性权力分
立。大陆方面将两岸“治权分立”界定为地方性权力
分立，在内容上排除了中央层级的外交权、国防权等
权项，可以消除来自台湾方面（尤其是“台独”势力）
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冲击或挑战，这固然有助于维
护“一个中国”架构，但将两岸分裂界定为“地方性权
力分立”是否具有令人信服的解释力？两岸当局在
自己的管辖区域内各自行使（事实上的）最高管辖
权，这种（事实上的）最高管辖权并非地方性权力所
能涵盖。所以当治权仅仅指涉地方性权力时，“治权
分立”论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目前两岸分裂分治的
现状、性质和程度。
由于台湾方面侧重于强调“治权分立”，故其将

中央性权力归于治权范畴。将两岸“治权分立”界定
为中央性权力分立，则存在导致“一国两府”的政治
风险。这是因为：若将中央性权力归于治权范畴，则
会使“重叠的主权”因失去中央性权力这一具体载体
或体现物而变成抽象的“存在物”。在这一情形下，
“主权重叠”仅具有形式上的象征意义，而“治权分
裂”却成为事实上的“主权权力分裂”，此与“台独”人
士主张的“主权分裂，治权分裂”论述并无实质性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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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笔者认为，大陆个别学者主张“主权重叠论”，是出
于对“主权重叠”缺乏深入的研究和认知，想当然地认为“主
权重叠”就是一个中国，导致这种肤浅认知的原因有二：一是
其并未注意到该论述背后隐含着“两个主权”的意味；二是没
有充分理解台湾方面关于治权的涵义。



别，只是在形式上加盖了一个虚体“一中”的屋顶而
已。若依照台湾方面关于“治权”的涵义及“治权分
立”论述来推理，大陆方面目前所行使的一切权力
（包括外交权）均属于治权范畴，这会淹没或掩盖大
陆方面所行使的主权。“主权重叠，治权分立”论述
表面上主张“一中”，实则凸显“两府”。很显然，在两
岸“治权分立”的名义下，潜伏着导致“一国两府”的
政治风险。倘若大陆方面正面承认台湾方面所谓的
“治权分立”，则暗含承认“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
和国并存，进而产生连带承认台湾当局统治台澎金
马地区合法化的实际效果。该论述一方面反映出台
湾当局在“一中”名义下积极寻求与大陆互动之连接
点的努力，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台湾当局旨在借用“治
权分立”这样一个低度敏感的字眼来获取大陆方面
的认可或默许，进而捍卫和凸显其与大陆对等之主
体性身份的用意。
由上可见，尽管两岸现行规定所宣示的领土主

权范围相互重叠，但这未必体现了“一个中国”原则。
从法理上说，只有在互不承认对方、坚持单一主权的
情况下，两岸“主权重叠”才能体现“一个中国”原则。
若舍此条件，两岸双方共同承认“主权重叠”，则要么
会导致承认“两个主权”，要么会导致“重叠的主权”
空心化，进而使“一个中国”虚体化。这一情势下“主
权重叠，治权分立”的政治意涵，与“一国两府”没有
实质性区别，只是从另一个（即“国家权力”）角度换
了一种表述而已。正因如此，对大陆方面而言，倘若
贸然接受“主权重叠，治权分立”论述，着实潜含着一
定的政治风险，如此一来，谨防台湾方面藉“治权分
立”名义从事“主权分裂”的图谋，实为大陆方面应有
之戒备。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主权重叠，治权分立”论在

台湾地区颇有市场，但该论述在大陆地区仅为个别
学者的一种观点、主张或提法，并非官方论述。大陆
官方一直不承认“中华民国”，自然也不会承认“中华
民国”在台湾的“治权”，故大陆官方从未在其规范性
文件中使用这一表述。

（二）“互不承认主权，互不否认治权”论
马英九上台主政后，根据“中华民国宪法”，提出

处理两岸政治关系的基本准则为“互不承认主权，互
不否认治权”。
所谓“互不承认主权”是主张在两岸之间坚持单

一主权主体，双方都声称自己的领土主权涵盖对方，
且双方都不允许在自己领土（全中国）内有另一主权
国家存在。坚持认为两岸互不承认主权，只承认自
己是唯一主权主体，只有这样才符合“一个中国”；反
之，相互承认主权便打破了“一个中国”框架，从而导

致“两个中国”。
所谓“互不否认治权”是指两岸双方不要否认彼

此在自己有效管辖区域内的有效统治权，其实质是
要大陆承认“中华民国”在台湾地区的统治权与合法
性。因为在马英九当局看来，该论述既可维持台湾
与大陆同属一个中国的“宪法一中”精神，又符合目
前海峡两岸的现实状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法理上
拥有对大陆和台湾的主权，但实际上治权仅及于大
陆；“中华民国”在法理上同样拥有对台湾和大陆的
“主权”，但实际上“治权”仅及于台湾。［１２］

由陈水扁时期“互相承认主权”到马英九时期
“互不承认主权，互不否认治权”的变化，其所折射出
来的政治意涵是：台湾方面的政治诉求开始由“主权
国家”降至“主权政府”。目前民进党人士亦有所松
动，在“台湾主权独立”诉求无法实现的情况下，开始
转向要求大陆方面承认台湾“治权独立”。对于这一
回归“治权”层面来探讨两岸政治关系及其安排的主
张，大陆方面应给予适度肯定；因为相较于陈水扁当
局坚持在“主权分立”基础上处理两岸关系的做法，
其毕竟有所松动，这无疑是朝“一个中国”方向挪进
的可喜一步。就马英九当局的这一两岸政治关系论
述而言，其前提是“互不承认对方的主权”，即台湾方
面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之合法性，而只承
认“中华民国（政府）”之“合法性”；而大陆方面不承
认“中华民国（政府）”之“合法性”，而只承认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之合法性。这与大陆方面的期许虽
有些落差，但其毕竟主张“单一主权”，坚持两岸同属
实体意义上的“一中”。或许这是大陆方面对“互不
承认主权，互不否认治权”论既未肯定也未否定的原
因之一。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大陆方面未予否认的
是马英九当局对待“一中”之相对进步的政治立场，
而非认可其关于“一中”的内涵。
但是，“互不承认主权，互不否认治权”论是否一

定是一个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论述？能否避免导
致“两个中国”？要准确回答这些问题，尚得结合“主
权”和“治权”的涵义作通盘分析。在治权仅指地方
层级的权力（此时与“治权”相对称的“主权”包括主
权本体和主权权力两部分）的情形下，双方“互不否
认”不致导致“一国两府”。然而，在治权包括中央和
地方两个层级的权力（此时与“治权”相对称的“主
权”仅为主权本体而不包括主权权力）的情形下，双
方“互不否认”则会导致“一国两府”，从而最终导致
“两个中国”。譬如，按照台湾方面的“宪政”逻辑，其
“政府五院”所行使的权力均属于治权范畴，那么，以
此推知，作为“政府五院”之一的“行政院”及其下辖
的“外交部”和“国防部”所行使的权力也均属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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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但众所周知，外交权和国防权是主权国家特有
的主权权力，属于主权范畴。由此不难得知，面对台
湾方面包括“外交权”和“国防权”在内的“治权”，大
陆方面怎能做到“互不否认”？
由上可见，马英九当局的“互不承认主权，互不

否认治权”论述，既可向“一国两区”（实为“一国一
府”）方向解释，也可向“一国两府”方向解释。有鉴
于此，对于马英九当局的“互不否认治权”论，大陆方
面慎重有加，一直未予明确回应，而是较为策略地采
取了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的模糊作法。
笔者认为，即便大陆方面将来在一定条件下需

要明确回应“互不否认治权”，抑或需要正面承认“治
权分立”，届时也需要根据治权所指涉的具体内容及
其性质来决定哪些治权“互不否认”，哪些“坚决否
认”，而不会笼统地、全盘地接受“互不否认治权”论。
随着两岸关系的深化，大陆方面对于台湾方面的“治
权”可给予附条件的有限承认。附条件是指必须在
“一个中国”框架下才可考虑承认对方治权之事宜；
有限承认是指仅承认低度政治敏感性的那一部分治

权。笔者认为，不妨将最高治权分为事务性最高治
权与政治性最高治权；对于前者，可以在“一个中国”
框架下予以承认，即使承认了也不构成对“一个中
国”框架的挑战；对于后者，则不可以笼统地全盘承
认，不然将直接冲撞“一个中国”框架。该问题的破
解之道为通过双方的协商，运用列举法在双方的共
同协议中将可以承认的政治性最高治权逐项予以列

举，未予列举的权项一律排除。对于不能分享的外
交权和国防权等政治性最高治权，两岸只能共享而
不能分享。至于如何共享，届时有赖两岸双方通过
协商谈判来寻找解决方案。

四、“主权—治权”分析框架的修正
方案及其限度

　　 针对“主权—治权”分析框架（亦称“二分法”分
析框架）存在的缺陷或问题，我们无非有两种解决方
案，一是通过修正来进一步完善原有分析框架，二是
建构一个新的分析框架来替代原有分析框架。就这
两种解决方案而言，既然两岸已习惯使用“主权—治
权”分析框架，倘若能通过修正或完善就能解决其存
在的不足或问题，解决问题成本相对较低，当为首选
方案；倘若通过修正方案仍不能解决问题，只能寻求
替代方案。沿循这一思路，在此展开如下分析。
针对相斥性“主权—治权”分析框架及其在两岸

政治关系论述中的问题，我们应当将“主权”与“治
权”的相斥关系修正为相交关系。在治权包括中央
性权力的情况下，主权与治权本是相交关系，但以往

的“主权—治权”分析框架却错误地将其当作相斥关
系来看待，并以此来分析和研究两岸政治关系问题，
这必会产生问题。倘若坚持用“主权—治权”分析框
架来探讨两岸关系，必须将两者关系复原至原本的
相交关系。
较之于相斥性“主权—治权”分析框架，相交性

“主权—治权”分析框架有助于还原主权与治权的关
系原貌，对两岸政治关系的解释力亦将有所增强；但
是，由于该分析框架建基于“主权—治权”二元划分
的基础之上，注定其存在自身无法克服的结构性缺
陷。所以，试图通过将主权与治权的“相斥关系”修正
为“相交关系”以完善“主权—治权”分析框架的作法，
尽管有其重要意义，但效果非常有限；换言之，其只能
做到局部完善，无法做到整体完善。具体表现在：
第一，相交性“主权—治权”分析框架在方法论

上仍存在问题。从类型学上说，作为对应意义上使
用的概念必须是相斥关系，而不能有相交或重叠关
系。譬如，将人类分为男人和女人两种，那就不可以
有人既是男人，又是女人。在相交性“主权—治权”
分析框架下，主权和治权两个概念并非相斥关系，而
是相交关系；既然二者是相交关系，就不应该再将它
们对应起来使用。倘若明知二者是相交关系，却仍
将二者对应起来使用并以此作为一个分析框架来研

究问题，这本身即存在问题。简言之，将主权与治权
的关系由相斥关系修正为相交关系后，尽管解决了
二者逻辑关系上的缺陷，但倘若将其作为方法论意
义上的分析框架来研究问题，则仍存在瑕疵或问题。
第二，相交性“主权—治权”分析框架在解释效

果上仍存在欠缺。尽管相交性“主权—治权”分析框
架能观察到主权和治权的重叠部分，可以作出“亦此
亦彼”式分析，但由于其二元划分的简单化作法，注
定其在研究思路上难以摆脱二分法的结构性局限，
致使其对重叠部分的解释和分析难以取得清晰效

果。就两岸关系而言，尽管相交性“主权—治权”分
析框架能揭示出两岸之间既存在主权分裂又存在治

权分裂，但不能准确、具体描述主权与治权的哪一部
分出现了分裂。在这种情形下，鉴于担心“主权分
裂”说辞为“台独”势力所利用，大陆方面坚决不承认
两岸之间存在“主权分裂”，极力声称仅是“（地方性）
治权分裂”。客观地说，大陆方面的“治权分裂”论述
因其侧重强调地方性权力分裂，显然与两岸分裂现
状不符。于大陆方面而言，承认“主权分裂”，有造成
“两国论”之嫌；否认“主权分裂”，又难以令人信服地
解释目前两岸分裂的现状和性质。故无论是承认
“主权分裂”还是否认“主权分裂”，莫不使大陆方面
陷入循环论证的尴尬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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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相交性“主权—治权”框架在防范“台独”
上仍存在局限。运用相交性“主权—治权”分析框架
可以观察到主权和治权的相交或重叠部分，这固然
有助于更好地防范“治权包装主权”情形的出现，使
得藉治权名义来“捍卫”所谓台湾“主权”或从事“台
独”分裂活动的企图难以得逞，但由于修正后的分析
框架仍难以准确、具体地描述主权的何者部分与治
权的何者部分出现了相交或重叠，故仍不能从根本
上完全防范治权掩盖下的“主权图谋”。另一方面，
由于其使用的“主权”和“治权”概念过于笼统而不能
准确、具体描述主权的何者部分出现了分裂，故而易
导致两岸主权层面出现的“局部性分裂”作扩大化解
释，将其异化解读为中国“整体主权”的分裂，进而为
“台独”势力所利用。
以上表明，“主权—治权”二分法尽管可以进行

部分的修正和完善，但即使修正和完善以后，其解释
和解决问题的效能仍非常有限，即只能部分性地解
决问题。由于其存在自身无法克服的结构性问题，
故不可能通过简单的修正就可以达到完善的目的。
欲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对主权和治权的“内在结构”
进行解剖，以发现和揭示二者内部构成的基本要件。

五、替代性分析框架的建构：
从“二分法”到“三分法”

　　 在两岸开启正式谈判之前，相交性“主权—治
权”分析框架及其相关论述尚可勉强满足两岸政治
互动的需要，而一旦进入“深水区”的政治谈判阶段，
涉及敏感的具体问题时，其在理论上难免捉襟见肘，
不足以支撑两岸政治谈判的需要，故寻求替代性方
案也就成为探讨和解决两岸政治关系定位的必然选

择。

（一）“三分法”分析框架的意涵及其对两岸分裂
现状的解释

从分析概念来说，在两岸关系研究中，既然“治
权”概念不规范，我们自当舍弃这一概念，去努力寻
找和积极建构具体、明确、客观、不易产生歧义的规
范概念和分析框架来描述和界定两岸分裂的现状。
那么，究竟什么样的分析框架既能更具体、更细致地
解析“主权”和“治权”涵义，又能更清晰、更有说服力
地解释两岸分裂现状呢？为此，笔者与黄嘉树教授
曾提出过主权构成理论［１１］，主张将主权在内部构成
上划分为主权所有权和主权行使权，尝试以该理论
来解释两岸分裂的性质和现状，且收到较好效果。
不过，该理论主要针对主权而言，并未对“主权之外
的国家权力”（即一般治权）作出分析，有鉴于此，笔
者在既有主权构成理论的基础上，将“最高治权”和
“一般治权”两个概念吸纳进来，构建一个由“主权所
有权”、“主权行使权”、“最高治权”和“一般治权”四
个核心概念为主轴的分析框架，但由于“主权行使
权”在内容上涵盖“最高治权”，实际上这个分析框架
由三个核心概念组成，即“主权所有权—主权行使
权—一般治权”分析框架（简称“三分法”分析框架）。
该分析框架将国家权力整体按照权力的位阶和性

质，从高到低依次划分为三个组成部分：主权所有
权、主权行使权和一般治权。基于前述“主权—治
权”分析框架存在的问题及其修复的有限性，笔者主
张以“主权所有权—主权行使权—一般治权”的分析
框架替代“主权—治权”分析框架。如果说主权构成
理论是针对主权而言的，那么“三分法”分析框架则
是针对国家权力整体而言的，二者虽有所不同，但关
联密切，“三分法”分析框架是对主权构成理论的进
一步延展，其分析对象更具包容性（参见表２）。

表２　“三分法”与“二分法”分析框架之比较

比较项目

分析框架 “二分法”分析框架

相斥性“二分法” 相交性“二分法”
“三分法”分析框架

使用概念 主权、治权 主权、治权 主权所有权、主权行使权（含最高治权）、一般治权

基本观点
认为主权与治权是逻

辑上的相斥关系

认为主权与治权是逻

辑上的相交关系

在主权与治权相交关系的基础上，对主权内部构成和治权

内部构成进行细化研究，提出更为细化的三个二级概念

公式表达
主权＋治权＝国家权

力整体

主权＋治权＝国家权

力整体

主权所有权＋主权行使权（含最高治权）＋一般治权＝国

家权力整体

微观分解 无法细化分解 无法细化分解

①主权＝主权所有权＋主权行使权；

②主权行使权＝主权权力（即最高治权）＋主权权利；

③治权＝最高治权＋一般治权；

④最高治权＝政治性最高治权＋事务性最高治权；

⑤一般治权＝一般中央治权＋地方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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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三分法”分析框架，两岸目前分裂现状及
性质可界定为：（１）中国（两岸）的领土主权所有权始
终是统一的，目前两岸仅仅是主权行使权的分裂；
（２）中国（两岸）领土主权行使权之分裂是事实上的
分裂，而非法理上的分裂。需要说明的是，既然中国
（两岸）在主权行使权层面上存在分裂，那么在权力
位阶上处于主权行使权之下的一般中央治权和地方

治权（由于受单一制结构的影响）也必然存在分裂。
由于一般中央治权和地方治权的分裂由中央层面的

主权行使权分裂所决定，所以下面仅就领土主权所
有权和领土主权行使权两个层面的权力状况来进行

分析。

１．中国领土主权所有权统一：“两岸一中”之体现

１９４５年日本战败后，其依照《开罗宣言》和《波
茨坦公告》的精神和要求将台湾归还了中国。由于
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中央政府，故由
中华民国政府代表中国从日本手中接管了台湾，自
此台湾回归中国。尽管自１９４９年以来两岸之间一
直存在主权行使权之争，但这是一个中国内部的政
权之争，无论由哪一方（中华人民共和国抑或“中华
民国”）来行使“主权”，均不能改变台湾的主权归属，
台湾属于中国已经是一个毋容置疑的事实。在两岸
同属“一个中国”框架下，“大陆是包括２　３００万台湾
同胞在内的１３亿中国人民的大陆，台湾也是包括台
湾２　３００万台湾同胞在内的１３亿中国人民的台
湾”［１３］，中国（两岸）领土主权所有权只能由两岸人
民共同拥有，不容分割，也从未分割，“任何涉及中国
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
的全中国人民共同决定”［１４］４５，此即对“两岸同属一
中”最为根本的概括。以上表明，无论在国际法理
上，还是在政治现实中，中国（两岸）在主权所有权层
面上并未分裂，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２．中国领土主权行使权事实上分裂：“两岸分
治”之体现
从主权行使权（特别是对内主权行使权）层面上

看，中国呈现分裂状态。尽管两岸当局均声称代表
全中国，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目前仅行使大陆地
区的最高管辖权（即主权行使权），而台湾当局（即所
谓“中华民国政府”）仅行使台湾地区的最高管辖权。

１９４９年以来，两岸之间一直存在何者为中国的中央
政权之争，即两岸究竟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抑
或“中华民国政府”来代表中国行使主权；换言之，台
湾的主权行使权究竟应属于“中华民国”抑或中华人
民共和国，及大陆的主权行使权应属中华人民共和
国抑或“中华民国”？倘若从台湾领土主权所有权与
主权行使权的关系来审视，台湾问题是台湾领土的

主权行使权同其主权所有权的国内被动分离问

题。［１１］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对中华民国的
政府继承，①从法理上说，台湾当局没有任何资格再
对台湾地区行使有效管辖权。但从现实角度看，由
于两岸隔海对峙，台湾当局并未实际履行国际法的
有关规定而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交还”它已无权
继续行使的部分对台主权行使权。相反，台湾当局
仍以先前“中华民国”的名义一直对台湾领土行使实
际的管辖权，从而使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无法对
台湾地区行使实际有效的管辖和治理。这样，就在
台湾地区的管辖权问题上造成了法理上的行使者与

事实上的行使者不能同一的现象，即法理上应该行
使台湾管辖权的主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却在事
实上无法行使台湾的管辖权，而法理上不应该行使
台湾管辖权的主体（台湾当局）却在事实上行使着台
湾的管辖权，这对台湾领土主权法理拥有者（尤其是
大陆人民）之权益造成严重损害，所以要通过两岸统
一来结束这一被动分离状态，以更好地维护台湾领
土主权法理拥有者的权益。

（二）“三分法”分析框架的意义与优长

１．相较于“二分法”分析框架的意义
与“二分法”分析框架相比较，“三分法”分析框

架具有以下积极意义：
第一，该分析框架在逻辑结构上更加严谨与科

学。“三分法”分析框架将主权区分为主权所有权和
主权行使权，将治权区分为最高治权和一般治权，并
认为主权行使权与最高治权在内容上具有重叠性，
是主权和治权的“相交地带”或共同部分。“三分法”
分析框架是在主权和治权相交关系的基础上分析问

题，既能反映主权与治权概念的区别，也能反映主权
与治权的联系。由于该分析框架在逻辑结构上更为
科学和严谨，故在实践中有助于防范“二分法”对“主
权权力（即最高治权）”的忽视或掩盖，有助于防范
“治权”名义下的“主权”图谋，有助于正视和把握中
国（两岸）主权的局部性分裂。
第二，该分析框架对两岸政治关系的研究更加

具体和深入。“三分法”分析框架并非对“二分法”分
析框架的全盘否定，而是对“二分法”分析框架的校
正和细化。校正是指将相斥关系修正为相交关系；
细化是指通过剖析主权和治权的内部构成来进行更

加微观、更加具体的研究。与“二分法”分析框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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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笔者注意到，两岸学界均有人主张用“政府继承未
完成论”、“政府继承进行时”、“未完成的政府继承”、“不完全
政府继承”、“部分政府继承”等说辞来解释两岸分裂的原因
和现状，但笔者认为，这些说辞均在法理上不能成立，不符合
现行国际法。



同，“三分法”分析框架对于主权、主权权力、最高统
治权和一般治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
讨，尤其该分析框架下的“一般治权”，其作为与“最
高治权”相对称的概念，其涵义具体明确，有较强的
现实应用性。
第三，该分析框架对两岸分裂现状的解释更具

说服力。由“主权所有权”、“主权行使权”和“一般治
权”三个核心概念组成的“三分法”，分际清晰，涵义
明确，能更为细致地描述两岸分裂的现状。中国领
土主权是统一的，同时统一之中又存在分裂，即主权
所有权统一之下的主权行使权分裂。坚持中国的领
土主权所有权的统一性，是“一中”原则的体现和要
求；承认中国的领土主权行使权存在分裂，既符合两
岸分裂分治的现实，也为两岸统一奠定合法性和正
当性基础。“三分法”分析框架不仅能指出主权存在
分裂，而且还能准确描述主权的哪一具体组成部分
出现了分裂，哪一具体组成部分仍没有出现分裂，如
此一来，既可对两岸的分裂现状进行合理解释，又可
防止将主权局部性分裂作扩大解释。

２．相较于“主权—主权权力”分析框架的意义
第一，该分析框架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尽管

主权行使权与主权权力①（即最高治权）在国内场域
的意涵是相同的，但主权行使权在内容上并不等同
于主权权力或最高治权。通常而言，主权权力或最
高治权仅适用于分析国内场域的关系，但一旦逾越
国内场域，主权权力或最高治权便不适用，因为国际
社会成员单位在法律人格上一律平等，无所谓何者
最高；较之于主权权力或最高治权，主权行使权则具
有更广泛的适用性，其不仅适用于分析国内场域的
关系，而且适用于分析国际场域的关系。这是因为
主权行使权不仅包含主权权力的涵义，且包含主权
权利的涵义，用公式表示为：主权行使权＝主权权力

＋主权权利。当主权行使权表示一种支配力量时，
它就表现为人们通常所说的“主权权力”；当主权行
使权表示一种法律资格时，它便表现为人们通常所
说的“主权权利”。［１１］这正是笔者在此主张适用“主
权行使权”，而不用“主权权力”概念的缘由。
第二，该分析框架有助于更好地防范“一个中

国”虚体化。“主权—主权权力”分析框架将主权与
主权权力对应起来使用，实际上是将主权权力视为
主权之外的“存在物”，这样将导致主权“空心化”；然
而，“主权所有权—主权行使权—一般治权”分析框
架则不同，其将主权权力（和主权权利一起）视为主
权的内在构成部分；并认为主权所有权不等同于主
权，主权行使权不等同于主权权力。由于该分析框
架下的主权所有权并非抽象意义上的权力，而是具

有实在意义的权力，所以其与主权行使权对应起来
使用，不必担心被主权行使权架空，有助于更好地防
范“一个中国”虚体化。

六、防范替代性分析框架被误读的进一步阐释

分析至此，想必会有大陆学者质疑：承认台湾当
局实际行使的权力为主权行使权，这不就意味着承
认台湾拥有“主权”吗？“三分法”分析框架倾向于承
认中国的对内主权行使权在两岸之间存在事实上分

裂，这是否会被有些人用来作为“一国两府”的佐证？
这种担心可以理解，但没有必要。因为笔者在建构
替代性分析框架过程中始终隐含着对这一问题的防

范。为了消除人们的顾虑，也为了更好地防范或避
免该替代性分析框架被别有用心者有意误读，笔者
在此对该替代性分析框架所涉及的概念及其意涵，
再作如下阐释：

（一）承认“事实行使”≠承认“法理拥有”
根据主权所有权与主权行使权之间的关系，主

权所有权是主权行使权的基础，承认台湾当局目前
正在实际行使的权力之性质是主权行使权范畴的权

力，并非意味着承认台湾当局在法理上拥有主权行
使权，更不意味着台湾拥有主权或是一个主权国家。
欲准确地理解这一表述，必须注意区分“事实行使”
与“法理拥有”的不同。事实表明，两岸分裂在法理
状态和事实状态上并非一致（参见表３）。
只有行使在法理上拥有的权力，方属合法。强

行行使在法理上并不拥有的权力则属非法。承认台
湾方面的部分“主权行使权”，究竟是承认“法理拥
有”，抑或承认“事实行使”，其法律后果迥然不同。
承认台湾当局目前正在“事实行使”部分主权行使
权，并非意味着承认其“法理拥有”该部分主权行使
权。如若台湾方面藉“事实行使”而将之变成“法理
拥有”，则属“偷梁换柱”之举。假设（备注：事实不可
能）大陆方面承认台湾当局在法理上拥有台湾领土
的主权行使权，那就意味着承认了台湾当局管治台
澎金马地区的合法化，进而可能导致两岸分裂状态
凝固化。但倘若仅仅承认台湾当局“事实行使”而非
“法理拥有”台湾领土的部分主权行使权，则不会产
生承认台湾当局管治台湾合法化的效果；恰恰相反，
台湾当局行使其在法理上并未拥有的权力，恰恰证
明其缺乏行使这些权力的正当性、合法性基础。将
“事实行使”和“法理拥有”加以区隔，可以在一定程

９３

① 美国学者斯蒂芬斯最早提出“主权权力”这一概念，

他认为应当将主权权力和主权本身区分开来，并认为主权权
力是可分的。转引自吴大英等：《比较立法制度》，群众出版
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２６９页。



度上防范“一国两府”趋向。
表３　两岸主权之“法理拥有”与“事实行使”之比较

主 权 状 态

两岸双方
大陆方面 台湾方面

中国的主权

所有权　　

与台湾２　３００万人民共同拥有中国领土

的主权所有权

与大陆１３亿人民共同拥有中国领土的

主权所有权

中国的主权

行使权　　

对内主权行使权
虽完全“法理拥有”，但不完全“事实行

使”（仅局限于大陆地区）
虽并非“法理拥有”，但“事实行使”台澎

金马地区的对内最高管辖权

对外主权行使权

虽完全“法理拥有”（为代表中国之唯一

合法政府），但不完全“事实行使”（仅行

使台湾的部分对外代表权）

虽并非“法理拥有”，但“事实行使”部分

对外主权行使权（台当局以“中华民国”

名义与２２个国家有“邦交”关系）

　　

　　（二）承认“权力性质”≠承认“权力合法性”
要注意区分“权力性质”与“权力合法性”的不

同。前者主要是针对权力的层次、位阶而言的，后者
主要是针对权力的来源、归属和正当性而言的。承
认台湾当局在事实上行使着台澎金马地区的部分主

权行使权，是就实际行使的权力性质而言的，而非就
权力合法性而言的。从法理上来说，领土主权行使
权本该由代表中国的中央政府统一行使，但从事实
上来看，中国的主权行使权分别由两岸当局各自行
使。从权力合法性的角度来看，某一政治实体只有
行使经过权力所有者依照法定程序，主动、合法地委
托或授与的权力，才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如若不
然，权力便不具有合法性。台湾当局行使的权力，仅
有部分中国人（即２　３００万台湾民众）的授权或委托，
而缺乏全体中国人共同授权或委托，所以其仅具有
部分合法性，而欠缺整体的合法性。［１１］

承认台湾当局目前正在行使的权力在性质上属

于主权行使权范畴的权力，以及承认中国（两岸）存
在着主权行使权分裂，不仅不会导致“一国两府”或
“两个中国”，反而这正是我们主张通过两岸统一来
结束两岸分裂局面的正当性基础和合法性理由。在
大陆方面看来，台湾领土的主权所有权归两岸人民
所共有，由代表中国的中央政府来代表两岸共同行
使，但却由台湾当局强行占据并单方面行使，这损害
了另一部分主权所有者（即大陆人民）的权益，故为
大陆方面所坚决反对。统一即是收回大陆方面基于
法理上拥有但事实上却被台湾当局实际占有，因而
导致大陆无法实际行使的那一部分主权行使权；统
一就是结束两岸之间主权行使权同主权所有权被动

分离所导致的主权行使权之“分别行使”的现状，然

后按照民主委托或授权之法定程序，委托给一个共
同的中央政府统一行使主权，使主权行使权由目前
两岸当局“分别行使”，变为“共同行使”，即便仍有部
分对内主权行使权可以继续分别行使，也要经过权
力拥有者同意和主动授权或委托这一合法程序。①

在这一意义上说，两岸统一是要结束主权行使权与
主权所有权的被动分离状态，实现两岸主权行使权
的合而为一，即变“分别行使”为“共同行使”。

（三）承认“主权之一部分”≠承认“主权整体”

根据主权构成理论，主权所有权与主权行使权
在权能表现、所处地位、主体形式、内在规定等方面
均存在不同。主权所有权是决定主权完整的“质”的
规定性，具有绝对性、不可分割性和排他性，故主权
的性质和完整主要取决于主权所有权的性质和完

整。而主权行使权则是决定主权完整的“量”的规定
性，它具有执行性、相对性，可以分立、分开。一般情
况下，只要主权在其本源处即主权所有权处未受到
分割，单单是主权行使权在一定限度内的部分分割，

不会破坏主权所有权的完整性；只有当主权行使权
的分割在“量”上超过了一定“度”的时候，才会引起
主权所有权的质变，从而破坏主权所有权的完整
性。［１１］中国领土主权所有权的统一性决定了中国主
权在“本源之处”未被分裂，这在根本上决定了世界
上只有一个中国，此不同于两德、两韩在“整体主权”

上被一分为二。

首先，承认台湾当局正在行使部分主权行使权，

并不意味着承认台湾是一个主权国家。因为拥有部
分主权行使权（如联邦制国家里的成员单位政府）并
不意味着拥有主权所有权，只有拥有主权所有权的

０４

① 笔者认为，对于中国的领土所有权，两岸只能共享而不能分享，在这个问题上不存在任何协商的空间；但在领土主权
行使权问题上，两岸经由协商谈判达成统一共识后，可以分享，这与大陆方面提出的“一国两制”并不冲突。但即使将来需要
分享，也要经过两岸人民的共同授权程序。可以探讨将来两岸统一后，能否在政治性主权行使权（如国防权、外交权等）共享
的前提下，某些事务性主权行使权（如内政管辖权等）由两岸依照各自的“宪政”秩序彼此分享。



政治实体才可能成为国家。过去我们有一个思维误
区，认为承认其主权就意味着承认其为国家，所以在
主权问题上表现得极为敏感和警觉。这主要是对主
权理论的研究不够深入所导致。事实上，主权、主权
所有权、主权行使权、主权权力、主权权利、主权政
府、主权国家等概念虽紧密相连，但颇具差异。只有
深入研究，找到它们的区别和联系，准确把握它们之
间的边际，就可以大胆地为我所用。以大陆方面视
角观之，承认台湾当局对台澎金马地区实际行使的
权力在性质上属于主权行使权范畴的权力，并非意
味着承认台湾当局拥有台澎金马地区的领土主权所

有权；如前所述，台澎金马地区的主权所有权为两岸
人民所共有，两岸间的部分人民不能单独拥有，单独
拥有就意味着变成两德、两韩式主权所有权分裂了。
中国（两岸）的分裂，既非主权所有权的分裂，亦非整
体主权的分裂，仅仅是主权行使权的局部分裂。
其次，尽管中国（两岸）主权行使权分裂，但两岸

分别“事实行使”的部分主权行使权并非对称。就大
陆方面实际行使的权力状况而言，可从两个方面来
分析：其一，在对外代表权方面，大陆方面是获得国
际社会普遍承认的在联合国里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

政府，自然拥有对（作为中国一部分的）台湾地区的
代表权，正因如此，但凡涉及台湾地区的事务，联合
国及各当事国均会与大陆方面沟通协商，并尊重大
陆方面的处理意见，这正是大陆方面对台湾地区行
使主权的重要表现；事实上，大陆方面也一直在国际
场域积极地、主动地行使台湾地区的代表权，只不过
通常是以否定方式（即大陆方面以否决台湾当局在
国际社会从事与其身份不符的活动或行为的方式）
来行使。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大陆方面目前对
台湾地区实际行使的代表权是不完整的，因为台湾
当局与少数国家尚维持“邦交”关系，这在事实上限
制了大陆方面在某些国际场域对台湾地区代表权的

直接行使。相较于大陆方面，台湾当局则不具有在
国际社会代表中国的资格，实践中也得不到国际社
会的广泛承认，尽管有个别国家与台湾当局保持着
“邦交”关系，这不过是藉中国代表权之争来维持其
主体性的权宜策略，并非表明其在法理上拥有中国
的代表权。其二，在对内管辖权方面，大陆目前尚不
能对台湾地区行使实际管辖权，单单从国内（或两
岸）场域的管辖权分布来看，大陆或台湾当局在事实
上均为不完全主权政府，因为大陆的管辖权在现实
意义上不及于台湾地区，而台湾当局的管辖权在现
实意义上不及于大陆。

七、结　语

本文主张以“主权所有权—主权行使权—一般

治权”分析框架取代“主权—治权”分析框架，并认为
目前中国（两岸）主权行使权在事实上存在分裂，并
非单单为了更有说服力地诠释两岸分裂的现状，而
是为了找到能更好地解决这一分裂状态的切入点和

突破口。以往大陆方面不承认台湾当局正在行使的
权力在性质上属于主权行使权范畴的权力，主要原
因有二：其一，从台湾方面来看，台湾当局经常凭藉
其事实上行使着台湾地区的最高管辖权而与“主权
权力”、“主权”、“中央政府”、“主权国家”等相挂钩，
进而论证其为“主权独立国家”，这自然不会为大陆
方面所允许。其二，从大陆方面来看，存在着“三个
忽略”，即忽略了主权权力、中央政府、主权国家之间
的分际，忽略了“法理拥有”与“实际行使”的不同，忽
略了“权力性质”与“权力归属”的区别。由于这“三
个忽略”，大陆方面对主权与相关权力的分际难以有
足够清晰的界定和把握。在此情况下，鉴于防范“台
独”的考量，但凡看到台湾当局将管辖权与“主权”所
作的任何挂钩，大陆方面均一律加以反对。
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主权行使权分裂”之

界定并非与大陆官方关于“大陆和台湾尽管尚未统
一，但不是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分裂”［１５］、“两岸同属
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国家领土和主权从未分
割，也不容分割”［１６］４５之说法相冲突。虽然大陆官方
并未直接用主权所有权这个概念，但其实是针对中
国的领土主权所有权而言的。根据其上下文的语
境，其意指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国的领土主权属
于两岸人民所共有，在此意义上说，未来中国统一要
解决的问题不是领土主权所有权的统一，即“不是领
土和主权的再造”［１５］，仅仅是领土主权行使权的统
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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